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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以钱林森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法国卷》为例
袁筱一

一、侨易与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方法

中外文学交流史写到今天，必然要面对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当

中外文学的正面接触差不多被书写殆尽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也

就是说，当基本的史实梳理完成，我们该如何面对、看待与评价当下

已经成为某种既定事实的世界文学地图？

对于这一问题，《中外交流史》在其总序中却已经给出了直面比

较文学困境之后的回答：“它的宏愿不仅在描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

的文学关系，还在以汉语文学为立场，建构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

所谓“以汉语文学为立场，建构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在

我看来，可能涉及建构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在视域与方法上的改变。

也就是说，中外文学交流史将不再只囿于不同文学之间显性的或隐性

的“点”的描述，而是将不同文学之间的接触当作“世界体系”的一

部分来对待，和世界体系的其他部分一样，自有其经纬。

这一猜想也的确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撰稿人之一，中德比较

文学专家叶隽先生的新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得到了

某种证实。在这部旨在构建并不专属于中外文学或文化交流史领域的

学术研究新方法的著述中，因为变迁而发生的传统的改变和新传统的

形成是其视野的根本起点。抛开源自《易经》的“侨易”观—用叶

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说，“侨易学不是现行学科体制中的一种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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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从一种解决问题、阐释现象的方法前提着手，来构建一种相对实

用、便于操作、但又具有相当宽阔拓展这里思维空间的具体理论（叶隽，

2014:17）—这一术语不谈，侨易学的提出所隐含的认识论突破或许

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对比较文学在高呼死亡之后的新期待。不同文学，

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应当成为我们切入的一种现象领域，研究的

目的却并不在于差异的并置，而是在差异的背后，那个纵横交错的历

史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文学当然是有价值的，并且是不会死亡的，

因为它从历史中来，抵达的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一张张世界文学的地

图。侨易学主张的正是从生成的角度去考察东西文化的进程，且并不

抛弃东西文化二元的主张，而是基于东西文化的二元考察彼此之间的

影响和这种影响在参与传统生成中的作用。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所谓“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迫切忧虑。虽然《中外文化交流史》并没有完全超越这份忧虑。在

总序里，厘清了比较文学的不同流派和途径之后，主编认为，“中外

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关注点，在于回答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

题。也就是，中国文学（文化）在漫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是如何

滋养、启迪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是如何激活、构建中国文学的世界

性与现代性的”（钱林森，2016：总序 11）。只是，如果放置在“世

界体系”的视野中，这份忧虑就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而且是

理性的理论自觉。

因此，如果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哲学，

但同时也是一个领域，一种新兴的学科”（叶隽，2014：11）的侨易学，

至少侨易学为几十年来走入危境的比较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

就是，中外文学或者文化的关系史的建构从其本质而言更属于发生学

的范畴，考察“侨”与“易”的发生，考察它们如何在不同的环境里

在一个时间的截面上绘制成不同的版图，它才应该是比较文学的真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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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新方法案例的中法文学交流史

虽然叶隽先生已然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的主撰人之一，我倒

并不相信他所提出的侨易学已经成为这套洋洋十七卷、以国别为基本

单位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自觉遵循的方法论。但相通的视野应该是

这套丛书能够完成的基础。

因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法国卷》的确可以说是具有说服

力的案例。它并没有采用已有的治学之分科，而是试图“融合”形象学、

汉学与文学的视阈，构筑一个类似侨易学之企图的“关系史”空间。

出于这个原因，这卷中法文学交流史的书写自中法文学并未发生正面

接触的蒙元世纪的所谓“契丹形象”的构筑起，至中法文学发生大规

模的正面接触之前的决定性时刻，亦即法国称之为“启蒙时代”的 18

世纪止，勾勒了一条从想象、了解到研究最终乃至促成对本土文化的

反思之线，同时也勾勒了一幅“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和“孔

夫子的中国”交叠的法国的中国形象之图。

这幅中国形象之图不同于往日中法文学交流史书写的地方，我们

大约从其中几个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中得窥一斑。

中法文学交流史的第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中国是亚洲的中国，

法国是欧洲的法国。因此，倘若以中国文学向外的“侨”为核心，16

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文化碰撞事实上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定义的现

代“世界体系”不无关系，它不完全是中国自发的、文化向外乔迁的

愿望促成的、单纯的文化间的接触，而是镶嵌在以英法等主要欧洲国

家在完成资本积累之后，逐渐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背景之中的。如是

才会有在 16 世纪之前，欧洲圣徒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的大汗行纪和大

名鼎鼎的马可波罗的中国神话，在中法文学交流史的作者看来，它们

都是作为法国—当然也是欧洲—汉学发生的前背景，因而也是不

容忽略的。

然而紧接下来的故事是，中国不仅仅是亚洲视野中的中国，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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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不完全是欧洲视野中的法国。中法文学和文化的相遇有它的特殊

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欧洲汉学真正的发源地之一，法国在欧洲的

中国形象构建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始终扮演着决定

性的角色。绝非简单巧合的事实是，法国与中国的文化接触，不是通

过航海家来完成的，而是少数知识界和文学界的精英。与其他欧洲国

家相比，法国与中国的文化接触从开始时就具有非地域扩张的特性。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拉伯雷和蒙田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帕斯卡尔

的《思想录》中也谈到了发现中国的古老历史对整个世界史的认知的

影响与改变。

遵循历史的脉络，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者将著述的重点放在 18 世

纪的原因。16、17 世纪是以法语确立为核心标志的法国文化确立、发

展的时期，而经过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脱胎于欧洲文明来源的法国

文明不仅仅巩固了地域意义上的边界，也初步划分出了文化意义上的

边界。与建立政治帝国的企图并行的，是对文化帝国的构建设想。18

世纪初叶法国汉学的发轫也并没有逃出这个根本的框架。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对中国思想的发现也是法国的思想家们借助文化外力，对自

身文化和文明进行反思的一部分。

中法文化交流史的第二个理论假设是交流主体在交流史的构建中

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这一中法文化交流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尽管遵

循历史的线性脉络，其文化想象空间的构建却是以人为中心的。于是

在上编的 16 世纪和 17 世纪，我们看到了波斯特尔、布歇、沃维尔、

蒂亚尔、拉伯雷、蒙田、金尼阁、勒瓦耶、帕斯卡尔、费讷隆、马勒

伯朗士、培尔这一串我们或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我们可以并不费力

地理解到，作为法国文学和文化的奠基人，他们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接

触并不是直接的，是从对那个古老而遥远的帝国“传说”中生发的零

碎而不成体系的思考，甚至是对并不确指中国的、文化或地理疆界都

十分模糊的“东方世界”的思考。而在下编中，以人为核心，一边以

黄嘉略、弗雷莱、傅尔蒙、马若瑟、殷弘绪等耶稣会士为首发轫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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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以情色文学或启蒙文学作家为代表的“世俗汉学”的两条脉络则

在依旧零碎、依旧不成体系的大量文本与史诗中清清楚楚地凸显出来。

与我们想象的正相反，以交流主体为核心的史的构筑却并不强调不同

交流主体的偶然性。事实是，如果放置在历史的空间里，我们会惊讶

地发现，构成某种历史的主体总是呈现出一定的倾向：他们之间在围

绕同一个主题完成历史的推进时，必然会构成承继或者突破的关系。

因而该著述对诸如黄嘉略的发现对于中法文学交流史而言则是至

关重要的。虽然黄氏所编的《汉语语法》已被公认是中国人编写的第

一部汉语语法著述，但它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正

确的表述。而这部中法文学交流史在较为细致的分析基础上—例如

对“伦”所做的释义—将之定义为“中法文学的首次相遇的一道桥梁”，

应该说是著述者的眼光与选择。

中法文学交流史的第三个理论假设，也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交

流史从其本质而言是误解的历史。这是交流史在某种程度上很难绕过

的悖论：治史者的立场与历史本身对客观性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会在交

流史的撰述上尤其突出。交流史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性的问题：因为

任何两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必然是不同质、不对等、并且也是非同时的。

这一点，作者在总序中也已经有了说明：“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

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

学。”因而，对于这种不同质的交流史，中法文学交流史的作者侧重

的是“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选择的也是到启蒙为止的历史

时间，尽管作者并未完全将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排除在外—

例如在法国启蒙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两种不同方向的影响集中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本身是一个

非常具有意义的事实，对于我们思考文学和思想之“侨”不无启发。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们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忧虑中还包含着一种

并不见得完全是理性的迫切。然而放在交流史中，我们却至少可以看

到，对他者文学、文化、文明的诉求—如同启蒙时代的欧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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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土文学、文化、文明发展之“易”的决定性因素。法国的启蒙者

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能够主动寻求他者的文学、文

化和文明作为反思自身的参照（而不是寻求反向之“侨”），它可能

会成为自身文学、文化、文明不断发展，从而不断通过“易”而强大

起来的决定性因素。反向之“侨”，恰恰可能不应该成为诉求之重点。

法国启蒙日后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反哺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

一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对待翻译的态度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

既然是主动的诉求，其中心仍然不出对本土文学、文化和文明的

审视，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侨”之后若无“易”的“生生不息”，

“侨”其实是毫无价值的。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文学、文化和文明对

于其他文学、文化和文明的诉求中也是绝对意义上的“误解史”。误

解当然不是交流主体的理想，但却是交流主体因其主体性以及其寄身

的环境无法避免的事实。因而中法文学交流史的作者没有回避中国文

学作为“异”的因素，在法国的土壤中所得到的种种误解：误解同样

可以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而交流史的编撰者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

审视、揭示这个误解的过程，这是交流史编撰者最能秉持的史学客观

立场之所在。

三、文学交流：真实抑或想象？

16 世纪到 18 世纪的中法文学交流史—当然，也许还包括 16 世

纪前的“史前史”—由是呈现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说，

构成历史的毫无疑问是事实和文本，而这些事实与文本却悖论性地基

于想象。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文学交流史中的文学想象归结为技术的限制：

交通、印刷、信息交流的限制使得交流主体们无法将中国形象以完整

的方式呈现给法国或者欧洲的受众，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文学在“侨”

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变形，技术的限制却并非唯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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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到了另一个国度，从“侨”到“易”，

尽管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形成的具体结果不尽相同，从统一的时间

节点来看，进程也不尽相同，但如果放置在完整的交流史中，其经历

的过程却并无差异。

首先是碎片化的，或是印象性的介绍。《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法国卷》里记载的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印象”可能就是这种印象性

介绍的典型，但却因其成书之早，成为后来法国汉学发轫时的“知识

想象的视野”：即“令人向往的世俗天堂，财富在那里永远是诱人的

主题。契丹和‘蛮子’省，地大物博，商贸交通发达，城市繁荣”。（钱

林森，2016：17）

这一印象当然不会在之后的法国汉学家的笔下顺畅地延续下来，

但却提供了或疑问、或反对、或赞同的参照：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

在着这样富足、繁华的文明吗？而且这是一个不信仰基督的国度？交

流史正是勾勒了没有直接参与东方扩张的法国在 16 世纪对中国文化的

“想象”。非常奇妙的地方正在于，如果不算波斯特尔的《世界之奇迹》、

梅瑟的《印度史》、拉波普里尼埃尔的《三个世界》这一类以东亚为

基本描述对象的早期东方学的作品，法国对于真正中国因素的关注恰

恰是从文学开始，即对所谓“传奇故事”的翻译和改写。这类不完整的，

并不以文学传统中已成定规的价值观作为取舍的翻译却和早期的中国

印象一起，成为中国想象的发端因素。例如沃维尔的《三个锡兰王子

的故事》等。在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类传奇故事不仅仅因为异国

情调取胜，它更扮演着法国在自身语言、文化确立之时，与漫长而黑

暗的中世纪秩序做斗争的“假面具”的作用。拉伯雷笔下的“德廉美

修道院”与前人所描述的中国那个富足、美丽的世俗天堂之间于是可

以建立某种想象层面的联系；而蒙田也正是借助前人描述的那个“印

象中国”试图打开国人自我中心的限制：“有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

个世界的面貌，我们—包括求知欲最旺的人—的认识又是多么贫

乏和简单！不说那些经造化之手变成千古传诵的个人事件，就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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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文明和伟大民族的情况，我们未能知道的也比我们知道的多百倍！

我们对自己发明的大炮和印刷叹为奇迹，殊不知，其他民族，远在世

界另一边的中国一千年前便已使用。”（钱林森，2016：84）

之后我们进入了文学交流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即对一国文

学或者文化具有整体性视野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与文学或者

其他性质的文本的翻译交织在一起。具体来说，法国文学史上的古典

主义时期恰恰进入了中法文学文化交流史的这一决定性的阶段，两个

决定性阶段的不谋而合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生发，

它改变了两种不同历史—法国文学（化）史和中法文学（化）交流

史—的走向。对于前一种历史而言，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思想家和

神学家对一个思想中国的发现，亦即“孔夫子的中国”的发现和思考

多多少少改变了古典主义的问题式；而对于后一种历史而言，简单说

来，当然是奠定了法国汉学的基础。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就交流本身而言，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与思

考仍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的。无论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还是

费讷隆对中国思想的批判，其前提都有很多可供商榷之处。但是，值

得重视的是，尽管“侨”的过程是片面的，非整体性的，甚至是非本

质的，“易”却仍然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悄然发生着。可以说，没有

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学者对“孔夫子的中国”的介绍，就没有 18 世

纪法国启蒙时代的“中国热”。

通过积累，文学（化）交流史必然要进入相对鼎盛的时期。法国

的启蒙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到当时所谓的“中国热”中，他们

越过了对中国思想零星的、非主流的思考阶段，开创了文学想象的实

践阶段。文学与哲学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在这方面，伏尔泰的《中国

孤儿》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基于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伏尔

泰完成了中法文学的“首次对话”，用法国的“酒瓶”，即古典悲剧

的审美，用来装中国的“酒”，所谓“仁爱”、“信义”的道德准则。

也就是说，他依据《赵氏孤儿》的内容，按照法国的戏剧传统和审美



跨文化对话第 38 辑420

对其进行了形式上的重塑，这是中国文学进入法国的标志性—当然，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不是所有的文本都会有如此正式、隆重的“侨”

的过程—事件。

这部中法文学交流史写到 18 世纪止，之后的确如中法文学交流史

所说，进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两国文学的交流史也就进入了包括法国

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集中产生影响的阶段。两种影响

产生效用的时间和强度不同，但仍然不失为构成交流史纵横交错、彼

此勾连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换了一种

眼光来看，就是“中外文学关系终的同步态与错位态”，“不断调节

着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下的位置”（陈思和，2011：10）。“体

系说”所牵连的最大命题是：外在的动因永远不是直接的，规定性的，

它一定需要通过“体系”自身的调节才能起作用。不仅是没有“侨”

就没有“易”，没有“易”，“侨”也不能够完成。两种具体文学、

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侨”与“易”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然而，无论是何种方向的影响，文学交流史都是由文学从属的想象域

和象征域（倘若我们用拉康的概念）的主体在具体的对话环境中发生

的事件构成的，如果说到事实，那是想象和象征的事实。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最基本的史实的勾勒和描述之外，《中

外文学交流史·中国 - 法国卷》的最大价值也许就在这里。在细致地

勾勒和评述了每一个交流事件在各自具体的交流环境中的发生与影响

之后，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以往或许我们忽略的逻辑：如果说“中华

文化走出去”可以是每一个文学、文化交流主体自觉的责任意识，它

却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我们眼下急切完成的“任务”（这里的“任务”

取自本雅明对于“任务”的释义：“任务”意为解决，逻辑意义上的解决，

物质意义上的解决（或者说，溶解 - 再构），以及音乐意义上的解决（变

化）。（Antoine Berman，2008:40）因为这项“任务”是包括翻译在

内的文学、文化交流的最根本的“任务”，它体现在任何两种具体文学、

文化之间，在交流史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方向的进程中，而远非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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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追求与文化策略。“侨易学”观念和方法的提出的意义也在这里：

它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种“侨”和“易”的平等理想。如果说历史的

截面呈现的事实离平等很远，历史的整体却印证了平等理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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